
2026年4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陈 炜

校对 姚 毅

A6

文
史
哲

理论

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着一方水土的
历史记忆与精神特质。岭南大地文
脉悠长，香山文化作为岭南文化极具
特色的支脉，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
独树一帜，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敢为
人先的勇气，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
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样本，其孕育的先
贤群体与精神内核，更是近代中国不
懈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生动缩影。

“香山文化”何以重要？为何这
一隅之地，在近代中国能一跃成为连
接世界的重要枢纽？香山，地处珠江
口西岸，历史上辖境曾涵盖今中山
市、珠海市及澳门一带。自明中叶葡
萄牙人强行租占澳门以来，这一区域
持续处于中西交通的前沿，商贸、传
教、留学与移民往来频仍，使其社会
结构与文化气质，较之内陆地区更早
发生转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王杰先
生的新著《乡土与世界：香山文化的
近代视野》（以下简称《乡土与世
界》），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正可视为对这一历史的系统梳理
与深入阐释。该书并未止步于对区
域文化的描述，而是试图回答上述问
题：一个地方，如何在与世界的持续
接触中，改变自身，并反过来影响更
大的历史进程。全书收录论文24
篇，从概说、特色、事典、先贤四个层
面展开。其内在路径，是以“乡土”为
入口，通过具体的人物行动与制度事
典，层层铺展，最终落在近代中国如
何在地方经验中逐渐形成面向世界
的认知与实践这一历史过程之上。

王杰深耕史学研究五十余载，潜
心孙中山研究和香山文化研究，笔耕
不辍，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多项重
大课题，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其治学
秉持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优良传
统，恪守“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一句空”的治学精神。正因有这样一
层扎实的功夫作底，这部汇集作者二
十余年香山文化研究成果的著作，得
以在具体史实之上，展开更开阔视
野，将香山置于中国近代化与世界文
明交流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

一种研究范式：
从“乡土”进入“世界”

地域文化研究常面临一道难题，即
如何从具体的地方经验中提炼出具有
普遍意义的学术命题，而不止步于地方
性知识的简单汇编。《乡土与世界》的学
术价值，首先在于提供了一种将“乡土”
与“世界”进行关联性考察的研究范
式。香山地处中国大陆南端，因盛产桂
香得名，是中国海路与西方接触最早的
区域之一。作者跳出地域文化研究的
视角，将香山文化放在全球化与地方
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双重维度下审
视，正如作者所言：“本书切入香山文化
与世界互动的轨迹，可以喻为在香山发
现世界、按图索骥者，从香山文化中寻
找近代世界的声波与印痕。”全书以“乡
土世界 世界乡土”为引，使研究超越地
域界限。

书中提供了翔实的例证，使这一视
野落地生根。自明中叶以降，香山人与
海外形成持续联系。例如，书中对香山
留美幼童群体的量化分析极具说服力：

1872 至 1875 年间，清政府派遣的
120名官费留美幼童中，香山籍占39
人，另有自费随从越洋留学11人。这
一比例之高，直观揭示了香山如何凭借
地缘优势，较早形成面向世界的知识接
触通道。

《乡土与世界》呈现了香山“面向世
界”的具体历史过程：当“世界”以贸易、
宗教、教育等多种路径持续进入地方社
会之后，这一地方的观念、制度与人群
结构是如何随之发生联动与变化，并逐
步生成新的行动能力。

由“事典”入手：
制度与资本的微观运作

史学研究，史料为基、考据为要。
《乡土与世界》的另一大底色，在于其史
料宏富与论述精辟。作者爬梳剔抉，广
泛征引档案文献、近代报刊、时人著述、
方志族谱等第一手史料，为论述提供了
坚实支撑。

书中对香洲开埠、招商局发展等事
典的探讨，对海洋文化、买办文化的剖
析，俱非空泛的理论推演，而是立论于

对具体史料的深度解读。在剖析香洲
商埠迅速衰落的因由时，作者不囿于成
说，对前人所持的“地势”“天灾”“内耗”
或笼统的“缺乏政府支持”等观点提出
商榷，认为其衰落是官督失位形成的
“压迫力”与商办自身缺陷共同作用的
结果。书中指出，新政时期官方对商业
的主导作用十分关键，而朝廷无暇旁
顾、各部权限牵制、地方官员心猿意马，
致无税口岸审批迟滞，商埠也始终缺失
官助资金；商办资本单薄、集资受阻，自
救策略皆遭阻，又与地方势力起利益纷
争，官督商办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令
商埠迅速衰落。

作者对“香山三杰”唐廷枢、徐润、
郑观应文化觉醒的表现亦作出精准概
括：“一是扭转传统‘商人’的社会价值
观念；二是呼唤济世忧民，倾力扶贫济
困，舒缓民生；三是倡行办报，为广东、
为中国的智慧、文明发声；四是立足启
蒙……勇立潮头，争作先锋。”短短数
语，鞭辟入里地揭示出香山先贤在近代
社会变革中的先锋作用。

书中亦不乏有细节的呈现，使宏大
叙事与个体命运相映照。例如，作者
写道：“他（唐廷枢）激情满怀，以办好
轮船招商局为己任，为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倾尽所能……其实，唐廷枢爽快
受命，乃是缘于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一
根不屈的民族脊梁。他说：‘以本国之
船，装本国之货，系本分之事，岂容外
人觊觎。凡有血气者，莫不以父母之
邦，自办轮船，为虑远谋深之策。’他供
职怡和洋行期间，就力促加大投资航
运力度。如今，走马上任，既看好轮船
招商局乃一个即将崛起的新兴企业，
又可以施展昔年建设航运的抱负。甚
者，这既是与洋人争经济利权，更是争
民族平等权益，为中国尊严而战，何等
扬眉吐气!”

文辞与史识的辉映：
学术表达的一种可能

优秀的史学论作，既要有严谨的学
术内核，也要有生动的文字表达。在
《乡土与世界》中，论者兼具史家的严谨
与文人的才情，文字雅洁凝练，叙事生
动鲜活，字里行间尽显对香山文化与先
贤的温情与敬意。他写道：“买办是香
山的特产，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瞬息
万变的百年行程中，他们弄潮于时代，
风骚一时，闻名遐迩，功勋垂世，曾作为
香山的代名词。”又言：“近代香山，借澳
门之地利，得西学之先风，哺人才辈出，

领华夏风骚。”
写容闳，则不满足于罗列其促成幼

童留美的功绩，而以其拒绝以传教士身
份换取奖学金时的一段自白为支点
——“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
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
之”——由此勾勒出一个终生不渝的爱
国者形象。写郑观应，作者紧扣其“西
学中解”集大成者的时代定位，将《救时
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二十余载三易
其名的过程串联起来，深刻揭示其“立
言之艰险、担当之坚韧、发蒙之雷动、事
功之卓著”。

这些文字之见功力，不在辞采斐
然，而在分寸感极强。它并未离开材料
自说自话，而多是在史料铺陈之后，顺
势收束、略作点醒——既不回避历史的
复杂，也不放任议论的泛滥。于是，论
述既有根柢，又有温度，既能成立于证
据之上，也能够进入阅读之中。这使得
学术著作在保持深度的同时，拥有了进
入更广泛读者视野的可能。

《乡土与世界》的出版，为我们做好
新时代文史研究、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它提示我们，
相较于宏观叙事的概括化表达，真正有
力的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回到具体材料
之中，理解地方如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
生成自身结构。岭南文化是学术研究
的富矿，包括香山文化在内的诸多地域
文化，其丰富内涵与历史经验仍有待进
一步发掘。

香山故事，经久弥香；乡土根脉，
联结世界。王杰先生在书中引述马克
思的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
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
着活人的头脑。”——这既是全书的史
观基石，也恰可作为我们理解香山经
验的钥匙。香山先贤并非凭空创造历
史，而是在乡土与世界交汇的特定条
件下，以“爱国如命、敢为人先”的精
神，将一个边陲之地，锻造成中国进入
近代世界的前沿阵地。《乡土与世界》
以扎实的史料工作，还原了这一历史
过程的发生机理。与其说它提供了一
套结论，不如说它开辟了一条路径：从
地方出发，重新理解中国如何进入世
界，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认识自身，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
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丰富世界文明
百花园。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

记、研究员）

以“乡土”为方法：
区域史研究如何重构近代视野

——王杰《乡土与世界：香山文化的近代视野》读后

□郭跃文

韦伯之“问”：
儒家如何回应现代性？

今日世界，现代性的影响可谓无远
弗届。论及现代性，马克斯·韦伯曾指
出，现代性的本质是“世界的祛魅”——
理性化、计算化的现代秩序取代了由神
秘性统率的传统世界。问题是，现代性
语境下的汉语精神资源如何作出切实的
思想回应？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
析，儒家传统强调适应现世，因而未能生
成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与
科层制国家。然而，他的深刻之处在于
并未将现代性视为纯粹的西方专利，而
是言明不同文明可以进行自我调适。由
此，儒家传统并非现代性的天然敌人。

韦伯揭示了“理性铁笼”危机——工
具理性泛滥、价值理性衰落——但这一
困境恰恰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提供了
历史机遇。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能否
在“守护经”与“通达权”之间实现转化：
在变通中坚守精神内核，在转化中回应
现代性挑战。儒家“经权”思想本身就内
含变通的智慧。“经”乃不变的核心价值，
“权”为因时制宜的会通方法。这种内蕴
辩证思维的传统资源，可让儒家在守护
核心价值的同时，灵活调整其落地形
式。儒家的现代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完
成从“适应现世”到“塑造现世”的范式转
换，发展出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
社会相契合的新型表达形式。这不但是
中国文化的挑战，也是所有传统文明面
对现代性时必须解答的普遍命题。

与韦伯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段的梁

启超，以其思想实践回应了类似的现代
性问题。

梁启超的“回答”：
在“淬厉”与“采补”之间

珠江奔腾入海，潮汐翻涌，孕育出物
产丰饶的珠江三角洲。这种咸淡交汇的
生态奇观，恰似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
来、保守与激进的近代中国在“西潮”冲
击下的文化处境。岭南学人梁启超，以
其深邃的文化洞察力，在东西文化激荡
之间，努力探求平衡。自古以来，岭南文
化就身兼南越文化、中原文化与海外文
化于一身，形成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
文化品格。这种地域文化特质，使梁启
超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能够超越简单
的二元对立，既不固守传统，也不全盘西
化，而是在潮汐激荡中，寻找一条既可以
守护文化主体性，却又能够革故鼎新并
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道路。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淬厉其
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这“淬厉”与“采补”的辩证，构成了他整
合传统与现代的核心方法论，这一点也
为当今众多学者所肯定并阐述。

在梁启超看来，儒家传统本身就蕴
藏着可被激活的现代性资源。“天下”情
怀可应对普世伦理的挑战，“仁爱”思想
与现代“人权”观念异曲同工，“天人合
一”的宇宙观可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启
示，“民胞物与”则对矫正极端个人主义
贡献独特价值。这些资源，正是“淬厉其
所本有”的对象与起点。

“淬厉其所本有”并非简单的保守传

统，而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批判性梳
理和创造性转化。梁启超先是深入研究
墨子学说，发掘其兼爱、非攻思想中的全
球伦理；接着重新诠释阳明心学，强调其
“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然后再梳理清
代学术史，凸显出考据学的深厚学术功
底。这种“淬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蒸馏
过程，即通过现代性的火的洗礼，以提取
传统文化中新的变革精神。

“采补其所本无”则体现了梁启超开
放的文化胸怀。流亡日本期间，梁大量学
习西方思想，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
皆为其重要思想来源，在政治、法理和经
济方面，丰富了其国家学说。梁启超的
“采补”绝非囫囵吞枣，而是深思熟虑后的
会通。“吾国民食其德、饮其报者，必当调
剂其间以应时势所需。”师法多元文化，沐
浴欧风美雨，但主体身份仍存，因此，要么
全盘西化，要么盲目排外，这都不是梁启
超所欣赏的。在“淬厉”与“采补”的辩证
运动中，西方文化是梁启超刺激中国文化
的钝槌和利锥。如若说当时中国身处传
统与现代这座熔炉的话，那么，梁启超的
“淬厉”与“采补”文化自觉意识就是让这
座熔炉产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梁启超
的“新民说”，就是一种既不同于纯粹传
统，也不同于纯粹外来的新文化化合物。

从理论建构到知行合一

《新民说》系统阐述了塑造现代国民
的理论，本质上是对韦伯所言国家理性
化过程的回应。梁启超深刻意识到，现
代性不仅是器物、制度的变革，更是人的
主体性重构。由此，公德、国家思想、进
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

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
思想、尚武等观念，乃现代性处境中一个
完整的现代人之人格系统构成的必不可
少因素。这些要素既会通了西方现代价
值观，也转化了传统士人的修身理念。
不止如此，梁启超还提出“合群”也乃新
民的重要品质，这既源于传统儒家“群
己”观，又融入了西方社会的利他价值理
论。他特别重视现代人要通过社会纽带
与他人连接而成为公民，这种思想对个
体与群体关系的辩证理解，既可有助我
们规避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又不落传统
中国集体主义对个体埋没的实践窠臼。

梁启超文化整合思想的另一重要维
度，是他对线性历史观的突破与对文化
时空观的重构。在《新史学》中，他对传
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试图建立一
种能够包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
新的历史解释框架。梁启超将历史理解
为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认为“历史者，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
者也”，这种进化观并非简单粗暴的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之进化论，“公理公例”的
昭告乃仁心之所发端的结果。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现
代性的危机进行了反思，看到了单纯的技
术进步和物质繁荣并不等同于文明的全
面进步，现代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悖论。
学习者在真知灼见面前并不需要仰人鼻
息，其见解同样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而掷
地有声，师法而不盲从，由此可窥梁启超
的思想睿智和人格独立所在。这种富有
人性的历史观，使得梁启超能够超越简单
的中西对立和古今对立思维，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生命游历之旅，使他最终提出
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使各民族在差异之
中形成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这本身就

是一个整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普世的伟
大尝试。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对传统的各
民族文化和族群身份的认同，也融入了现
代国家建构的要求，因此，它是一个既尊
重历史连续性也面向未来开放性的伟大
思想概念的创新。

梁启超的文化整合既来自对理论的
思考，又来自对生命实践的总结。他的
政治活动、教育实践、学术研究，都是其
文化理念的具体展开。这种知行合一的
品格，既源于阳明心学的传统，也体现了
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公车上书到
维新变法，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
到参与民国政治，梁启超始终在探索传
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路径。在
此过程中，传统士大夫的济世情怀与现
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并行不悖，“立
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传统理想与现
代公共舆论、政党政治等政治实践可谓
相得益彰。他的学术研究同样体现了文
化整合之功：《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
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
在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继承了中
国学术的考据传统，既体现现代学科的
专业性，又保持传统通儒的博雅精神。

梁启超在现代性激荡中整合传统的努
力，对我们思考文化转型具有历久弥新的
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
鸿沟，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诠释实现有机
衔接。这种文化整合的智慧，正是岭南文
化在现代性激荡中保持身份认同同时又实
现创新发展的关键，也是所有传统文明面
对现代性挑战时必须解答的普遍命题。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此文

乃“卡理斯玛典型视域下的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一个考察”学

术项目阶段性成果）

论梁启超在现代性激荡中的文化身份重构
□谢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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